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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提出了政企合作的五阶段框架模型，其中第一部分就

是目标的管理。我们以下三篇文章主要讨论一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

建立怎样的目标才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城镇化。在目前的城市管理

框架下，首要的是规划问题，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比如十

二五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各种专项规划（包括产业、

基础设施、旅游、文化等）。城乡规划是整个发展目标落地的载体，

是目标中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前文所述，上个世纪 60 年代起，英国学者已经开始对完全基

于建筑美学概念的城市规划进行反思。1961 年，简•雅各布斯也在其

《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提出：“作为伪科学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

计，沉迷于那种一厢情愿、轻信迷信、过程简单和数字满篇带来的快

感……”。中国的城市规划法制化较晚，但制度性特征随着民众对其

认识加深，表现的越来越明显。

当下，基于空间规划理论的城市规划已经无法满足发展需求，更

多人从多个角度探究什么是好的规划，根据我们多年城市发展顾问和

投融资的经验，我们提出好的规划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有合作理

性；二是为市场进入廓清条件；三是为投融资打通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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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理性的终结政府理性的终结政府理性的终结政府理性的终结

从宏观体制上看，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意识的“强势”政府，根

据城市一把手的意旨，主导了不同层级城市规划的编制。“计划经济

时期的城市规划被视作落实经济计划的技术工具。”这一时期带有浓

厚的政治色彩，五年规划、执政官员换届等体制都脱胎于计划经济，

并沿袭至今，即使在近二十年投融资体制和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政

府强力主导管理的行为习惯仍未完全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土地生产

要素被无限放大，几张图纸完全替代了宏观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规

律，几乎所有政府都假想经济体量是不断快速增长的，人口是不断向

本市汇集的，城市规划一味放大理想，缺乏脚踏实地的科学论证。

从微观上看，政府或某些官员为了自身的利益追求，往往与公众

利益相脱节。第一，官员的政绩观不正确、盲目崇拜 GDP 增长，大搞

形象工程、片面追求数字等，此类事情被批判的太多，在此不作详述；

第二，城市规划的基础结论缺乏合理论证，以居住区配套为例，我国

很早就有建设标准，却少有遵守的，有的城市规划用地类型比例极不

协调，从规划之初就注定这是一个实施不下去的规划；第三，城市规

划编制往往喜欢大而全的目标，却忽视近期的具体工作和实现步骤安

排，每一任领导都给城市定一个终极目标，而没有科学可行的路径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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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政府的执政逻辑或规划编制逻辑是用政府理性或政治理性

医治市场失灵，而这种理性在缺乏制约的情况下就是没有理性，导致

城市建设严重偏离一个城市的发展逻辑。纯粹的政府理性该休矣！

市场理性的调整和完善市场理性的调整和完善市场理性的调整和完善市场理性的调整和完善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规划成了调

节空间利益的公共政策，规划的使用功能、价值观、实施机制发生了

彻底的转变。市场企业追求的是效益和效率，城市规划并不反对追求

效率，但也要避免追求效益和效率带来的负面效应。

我们必须认识到，市场的无限扩张可能导致自身崩溃，如 1968

年，美国学者 G•哈丁（Garrett Hardin）在其著名的论文《公地的悲

剧》中描述一处牧民可免费进入的公共牧场，牧民们为了追求个人利

益，尽可能增加奶牛数量，结果导致该牧场草场退化，直至毁灭。市

场的逐利性就决定了其无法对城市空间价值进行合理的分配，市场看

重的是经济附加值高的空间。对于看不到短期利益的空间，市场通常

就绕道了，如现实中留下的大量的城中村等。

最后市场实施规划缺乏严肃性，最常见的是对规划开发强度的漠

视，我就遇到原本规划是低建设强度的生态城市，实施中很多地块容

积率生生被调到 5或 6 甚至更高。这些由“市场理性”带来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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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转一圈后又回到了政府的工作范畴，我国现阶段还是把土地资源

当做重要的生产资料，在此过程中过度使用资源，这给城市带来了不

可逆转或超长期的发展阵痛。市场或是资本的“理性”与其说是逐利

本质，倒不如说是乘虚而入，其实质是规划管理的缺陷为市场不理性

开了个大口子。

社会理性登台，实现合作理性社会理性登台，实现合作理性社会理性登台，实现合作理性社会理性登台，实现合作理性

当下，随着国民意识的提升和执政理念的进步，单纯依托政府和

市场理性认识城市发展规律对中国来讲也显然已不合时宜了。中央将

社会稳定、公正公平、利益共享等问题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

金融制度、土地制度、社保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深入改革，“社会理性”

已经深入人心。但是，纯粹的社会理性有其自身的问题，社会理性必

须以追求效率和效益为前提条件，否则是不可持续的。曾有人将中国

发展步入快车道比喻成大熊猫骑自行车，自行车快行没关系，一旦减

速，熊猫就可能从车上跌下来。纯粹的“社会理性”是不能实现公共

利益的。在没有效益和效率的尴尬下，带来发展速度减缓或停滞将引

发更多的社会问题，甚至是毁灭性的危机。

国家发展到现在，无论政治理性、市场理性还是社会理性，单方

面去设计城镇化，已经不能满足多主体意志对未来发展的预期了。必

须用一条合作性质的理性逻辑，来统筹政府的主导意识、市场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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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效率以及社会对公共利益和公平的追求，通过“合作理性”来推动

实际工作，把它作为城镇化起步阶段的重要逻辑前提。过去大家习惯

将三个理性的思维模式，站在独立的角度去看，现在它们不应再是独

立的维度，要在实践中寻找它们的交叉地带，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理

性。

这种“合作理性”其实是要贯穿新型城镇化始末的，从规划角度

看，至少可以从以下几点去理解和完善。

第一，要重新理性对待项目的产生机制。去年多次 PX 项目事件

反映出政府一方主导谋划项目已经越来越难服众。前年我们在北京

600 多平方公里的城乡结合部地区也做了大范围调研，结果由基层上

报的项目与北京市市级谋划项目差别巨大，发改系统那套基于计划体

制的项目库生成机制，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

第二，要建立规划的约束性。规划界也确实做出了很多探索，比

如北大俞孔坚提的“反规划”理念，比如深圳规土委实行的生态控制

线管理，都对限制开发区域进行了强制性的约束。

第三，要给规划指标一定的弹性空间。弹性本身也是给社会主体

一定的议价空间，指标的确定要以功能定位的实现和价值规律为前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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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要建立一种合作机制。当然，不是简单的市场机制，因为

城镇化就有很多事务是市场失效的，合作机制至少包括了规划、设计、

拆迁、实施以及公司组建等方案的参与、产生和管理，是一种集体行

动的逻辑。

1989 年，克拉伦斯•斯东（stone,1989）创立政体理论，认为非

正式制度安排是促进公共和私人机构共同完成合作和完成政府决定，

政府管制不是完全控制，而是起到推动和促进合作的作用。如果把城

市规划也理解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在一个城市开发过程中它起了

十分关键的作用。通过合作理性的建立，打破主导的逻辑，打破市场

和政府两个主体的玩法，加入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组织，三方的

理性博弈与合作，将共同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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